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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计算技术专业1959年成立，可谓人才济济，他们都是我国计算机事业
的启航者，众多行业领军人物皆出自其中，数十年的艰苦努力，他们作为引领者开启了我国计算事
业的新时代。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董士海教授，听他细数当年。

1956年，上海少年董士海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报名时他
报了力学专业，因为向往钱学森的空气动力学。进校后，教学秘书
丁石孙委托章学诚老师找到他谈话，“问我愿不愿意转到计算数学
专业，我说服从分配呀。”由此，董士海成为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
最早的一批学生。这时候，北大数力系还没有电子计算机，只有算
盘和手摇的一种旧式计算机，且只作为一般计算使用。

在董士海老师的讲述中，北大计算技术专业的发展历史中有不
少绕不过去的名字，张世龙先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张世龙解放前
就在燕京大学求学，物理专业出身，也是一名老资格的地下党员，他
可以称得上我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者。他由原北大党委委员、教学
研究科长（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部长）调到数力系任总支副书记，同时
他还准备开设《计算机原理》课并主持建立了计算实验室。

北大一号机是张世龙从1956年开始做的，后来又为空军第三
研究所设计了北大一号改进机，是用于空军指挥时机测距离“计算
尺”的电子数字计算机。“我看到过一号机，那是整体式的，一整块板
上焊了好多电阻电容，不好改。后来改进机在一号机的结构上也做
了改进，做成一个分部件的机柜，采用一个个插件，不行可以换。”

“当时张先生就是用一号机给王选他们讲课，所以相当于一边
研究一边授课，那时他也就二十八九岁。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还挨不
到机器边，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因为要分专门化，所以张先生给他们
讲课。”董士海说：“王选就是在这时选择了计算数学，促使他做出这
个选择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听了张先生的课，了解了计算机的发展前
景。张先生有实践，课讲得特别生动。”

北大一号机是由张世龙领导计算实验
室自主研制的，当时各种条件都很
差，粗细活都是在北大的一个小平房
里，“讨论方案、研究改进、焊接插件
都在这个小平房，地点就是现在北
大国际关系学院那座楼的位置。”

只有算盘，和一种手摇式计算机

只知埋头自己干
转眼进入1958年大跃进，计算机也要“赶超英国”，北大确定

研制在当时指标先进的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北大二号机，后
定名为“红旗”计算机。

“大跃进时我们的目标是超过英国，那时英美都已经很厉害
了，包括一些软硬件结合的东西都已经有了，我们比较闭塞，就是
埋头自己干。董铁宝先生是美国回来的，他是在美国第一台计算
机上算过题的。还有徐献瑜先生，他到苏联考察过。科学院计算所
有从英国回来的专家，我们多数人是没有出去过的。”

“那时候整个国家比较浮躁，像半导体也大跃进，全校学生到
处去找，这个是不是半导体？那个是不是？没有严格的训练，就是
头脑发热，全民搞半导体，搞超声波，但是还搞不了计算机，因为设
备不行。”董士海说，这一阶段好的地方是培养了一批人，坏的地方
是平白交了不少“学费”。

年轻的北大学子自然也受氛围感召，计算数学专业的大字报
贴出来：学计算数学没有计算机怎么行？我们要自己造计算机！
领导说，行，你们先做做电阻，我们缺特殊电阻。“同学们热情很高
的，就自己做电阻。”董老师笑道：“真是敢想敢干，我们分工，有的
做‘被碳’，有的做‘刻槽’，最终真的做出来了。”但是实际用途呢？

“实际用途是不行的，太土了，和工厂的标准没办法比。”
这样的经历给董士海留下了大学生活很丰富的记忆，“什么都

自己弄，确实是一种锻炼。我们很多同学后来都是非常能干的，什
么都能上手。班上有位同学后来下放到湖北沙市的工厂，从做元
件开始，又当了车间主任，后来到浙大计算机系当教授，又当出版
社总编辑，他写的回忆录都是很厚的一本。”

这期间北大成立了无线电系，董士海和一些同学由此脱开了
计算数学。“成立无线电系时，大家都到办公楼礼堂开会，我当时还
是学生，因为晚上加班，就坐在二层楼的后面打瞌睡，说了什么都
不太知道。”董士海毕业后即留校，1960年5月成为正式员工，当时
叫预备师资。“这时就正式发工资了，一个月39元。助教那时候是
56元，见习助教每月46元。那是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给我妈妈寄
去，她特高兴，那时候我姐姐还没毕业呢。”董士海说，那时候没什
么可花钱的地方，全寄给妈妈。

当时无线电系建立了计算技术专业，它的教学科研工作由
335教研室承担，之所以称335，是因为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教研室
主任由张世龙先生担任。335教研室最初有30多人，平均年龄不
超过27岁。1960年，大批复转军人加入进来，快100人了。“因
为计算机的工作量很大，复转军人的工种是实验员，工艺方面的工
作做得多一些。”董士海夸赞地说：“有的复转军人很聪明。1960
年北京市评先进，335教研室被评为‘北京市群英会先进集体’，教
员王选和实验员吴全富被评为‘先进个人’。王选是科研工作先
进，吴全富就是一位复转军人，被评为先进实验员。他比我大一两
岁，肯干，刻苦，会动脑筋，突破了很多工艺上的难点，像用大烙铁
焊铝板上的粗地线。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红旗营来了全国各地100多人
1958年冬天，结合“红旗”计算机研制的初期成

果，北京大学开办了面向全国高校的计算机训练班，
称红旗营，全面安排了计算机逻辑设计、电路设计、
磁芯存储和实验调试等训练内容。“因为全国各行
业，尤其是学校特别需要，训练班来了100多人。”红
旗营采用军事化管理，营长是张世龙，还有教导员，
王选和王良训是参谋。

“参谋就是管设计，王选管的是逻辑设计和电路
设计。分三个连，一连是运控连，有很多设计的思想
在这里产生；二连是存储连，这里的难度最大，可靠
性的问题最多；三连是外部设备。一连下面有四个
排，我是四排副排长。”

董士海对年轻的王选印象非常深刻，“王选管
逻辑设计电路设计，等于是负责整个的协调工作。
四个排，一排是逻辑设计，二排做主要电路，叫触发
器，三排是电位脉冲门，我们四排负责电位门。王
选经常来找我，问你们电位门做得怎么样？一个门
能带几个门？速度能不能跟上去？”董士海认为王
选具有很好的管理能力，又有做改进机的经验，做
参谋很合适。

研制计算机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工作，特别需
要良好的团队合作。“计算机是由一大堆东西组成
的。最初我做电阻，后来负责生产插件，再后来也负
责做插件的测试。我还做学生的工头，给同学们分生

产任务，因为插件的需要量非常大，所以我们的工作
量也非常大。大批转业军人来之前，数力系的同学全
都参与这个工作，当时叫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设备是从零开始，但是张世龙他们还是想办法
找了不少好的设备，“就是到处跑着去找，北大有仪
器设备科，可以申请，但是申请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到手。另外就是去苏联买。张世龙弄到多台脉冲
示波器，是给计算机做调机用的，其中有一台是双线
脉冲示波器，很贵，还有一台是长余辉慢扫描，也很
贵。这些都要保证机房用，平时试验大家都是用普
通脉冲示波器。”

训练班的仪器无疑是非常匮乏的，经常是一个人
做实验其他人在旁边看，之后再一个个轮流做。但
是，在董士海的记忆里，红旗营的气氛很好，有一股加
劲干、加紧学的劲头。“都想把计算机赶快做出来。”

红旗营两个月左右结束，每个连排都做总结，董
士海作为一连四排代表给全体学员做介绍，他形容：

“做这个报告就是给大家交底，互相交流，绝对无私
的交流。”训练班结束，大多数人回原单位，留了一小
部分在北大继续学习。

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计算技术专业的建
立，就是基于“红旗”计算机试制和科研教学实践的
基础上，用任务带动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培养了大批
计算机专业人才。

不合格的元器件
在我国计算机研究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计算机

元器件的性能一直比较差，一致性和可靠性都不高，所
以，早期的计算机人也被自己钟爱的计算机搞得很是
狼狈。“我们在机房里走路都要轻手轻脚，因为一震动
动静大了机器就坏，那时候经常这样。”《王选传》中对
此有详述，并提及寻找机器的虚焊点曾让王选大费精
力。“另外，机房对温度、湿度也都要严格要求，高一度
或者低一度都不行。”

最难的是存储器，要求稳定性很高。张世龙在回
忆录中叙述：“我已经挨批了，还得去求计算所，请他们
把做好的磁芯给我们一批。因为我们的磁芯是自己做
的，做的就不稳定。”

王选他们给空军做的改进机可以运行，但是磁鼓
有问题，当时是从国内的工厂买来的，质量不过关，所
以不稳定。机器是给空军拿去了，但是他们只能做简
单的运算，不能把数据存在里面。“但是无论王选还是
空军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这之后，王选就投入
到二号机的设计了。”

董士海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些障碍使

我们特别感觉到要有科学作风，要严格按照客观规律
做事，在敢想敢干的同时要有科学性。王选在参加了
一号机和二号机的工作后，得到的最大体会就是在工
作中的成长锻炼，不光要研究有新的想法，把它做出
来还需要严格按照工艺要求。”董士海说：“之后王选
做排版、我们做150机都吸取了这其中的教训。”王选
做汉字激光排版系统都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反复叮
嘱：“质量一定要过关，一定要产品化，和工厂相结合，
做到标准化和产业化，否则光做出样机解决不了全国
的问题。”

“后来到了市场经济时质量好多了，但是国内
很多人还是不相信我们自己产品的可靠性，这个事
情也折腾了很长时间。王选要不断和国外先进产
品竞争，让人家相信我们国内做的比人家还好，也
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王选自己曾经说：“有两
段时间最辛苦，一段是红旗机调试的时候，每天就
睡四五个小时，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就睡在实验室
里，工作一停下来就睡着了。另一段就是 748 工程
竞争市场的时候。”

筹建昌平200号电子仪器厂
北京大学昌平理科分校位于明十三陵附近，筹划

于1959年，当时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程号是60-200，
人们习惯称之为200号。

“1966年，北大开始‘文革’，要复课闹革命。把王
选从上海也叫了回来，让回来参加运动，不让他再在上
海养病。他回来不久1968年我和另外几个同事被隔
离审查了，说是隐藏很深的反革命集团，王选算是知情
人，刘有文就在审查期间逃走，卧轨自杀了。”

这之后，8341军宣队进驻北大，给董士海和同事们
落实了政策。随即林彪1号令下达，北大大批师生被下
放江西鲤鱼洲农场，无线电系全系去了陕西汉中建分校。

“我们335教研室还是留在了北京，因为军工宣队
要搞一个电子仪器厂，做计算机和半导
体，地点就在昌平200号，还留了数
力系计算数学和物理系搞半导
体的人。”

留在北京的董士海和同
事们一起开始了紧张艰苦的
建厂筹备工作。

“办这个厂，先挑了些
人。半导体方面就调了黄昆，
计算机抽了我，还有几个实验

员。黄昆‘文革’前在北大物理系搞了一个能谱实验
室，陆平很重视他，‘文革’前拨了不少经费给他。‘文
革’一来他也受批判，说他浪费国家的钱，没做出什么
东西来。”

董士海提到的黄昆，是和王选同一年得到国家最
高科技进步奖、国际半导体理论的权威，曾留学英
国。在董士海眼中，这位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家老实、
谦虚、听话、低调。“黄昆把工资的五分之四都交党
费，自己的子女插队去，不让他们回来。到200号时
让他批邓小平，他没办法，也批，后来邓小平说，黄昆
批我的我不在乎。杨振宁要去他家看他，他去买沙发
罩布，想把家里布置得好一点儿，人家问他，你有钱

吗？看他穷酸相。”他还记得黄昆曾对他说：“我
浪费了国家好多钱，我要好好向工人阶级学

习，要从头学起，要从焊塑料管道学起。”
那是1969年冬天，董士海他们平时就

住在200号筹办电子仪器厂，隔周回来
一次，和黄昆的很多谈话，就是坐在来回
200号的敞篷卡车上，两个人裹着大棉猴
说起的。董士海说：“在200号，他真的
天天和工人学塑料管道的焊接，这就是
我们当年中国的知识分子。”

四家合力会战150机

董士海先筹建整机车间，需要把很多仪器集中安排好，把
整机车间的房屋整理好。“那时候大批的人还没来，力气活还
特别多，我经常搬东西上下楼梯，有一次崴了脚、但手里的示
波器不能松手，这样的事很多，没有人说什么。那时候北大和
738厂合作150机的任务还没有定下来。”

早在1968年，国家为了勘探石油的需要，由石油部、四机
部等共同设立了150工程，确定了为这项工程研制一台大型
计算机的计划。

“618厂的蔡伯兴师傅是最早到北大的工宣队员之一，是
校教改组成员，也是数学系的工宣队员，那时被派到200号。
他把他熟悉的童宣海同志（8341驻数学系的领导）从平谷请
了回来，他们俩成为了电子仪器厂的总负责人。”150机的任
务就是蔡伯兴等人到国务院的许多单位要下来的。

“他发现有一个叫150机的任务，是石油部和738厂1968
年已经商量定的，启动了但还没有完成。他觉得这个任务好，
就把这个合作项目要了下来，多方签了协议。后来就以在北
大会战的名义将738厂的3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派到200
号，把原来老335的人也调回到200号，还调去一批没毕业的
学生，还有数学系物理系的一些老师及石油部地质部的人员，
这样在军工宣队的统一领导下，会战150机。”

150 机，即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1978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全
国科学大会奖”花落150机，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以国家名义颁
发的奖项。150计算机是一项合作完成的综合性科技成果，
研制单位包括北京大学、四机部（即电子工业部）738厂、石油
部、地质部。

“实际上，738厂的孙强南老师是整个研制的主要管理
者。他是738厂的元老，也是150机的产品负责人、总设计
师。他制定了设计和工艺文件标准和管理制度，建立计算机

房和机房管理制度等，并提出了许多可靠性的关键措施。全
国科学大会奖，孙强南老师是第一获奖人。他是一个非常非
常低调、老实的人，从来不争什么。”

董士海开始在电子仪器厂的生产组，后来150电源有问
题，用的大功率晶体管很贵很容易坏，领导便让他赶快把这一
块抓起来。“而我也想到第一线去，我还成了1连2排的排长，
还是要服从分配。那时候带队的是工人师傅，大家打乱了分
到各个连排。”

已经有了孙强南他们的设计方案而且他们特别注意质量
问题，北大人也很快熟悉了工作。“孙强南老师也和我说，上海
同时也在做计算机，他去看了，那里的集成电路不过关，也出
现元件质量问题。”那时候酒仙桥有一家专门做集成电路和晶
体管的878厂，“孙强南就去和他们要，他们让我们从民用的
里面去挑，这样使150机的集成电路的质量稍好一些。”

说到这里，董士海特别感慨，中国计算机事业建立和发展
的风云变幻仿佛又涌上他的心头。他特意强调说：“我觉得红
旗机应该写张世龙，150机特别应该写738厂孙强南他们、军工
宣队和北大的合作关系。我认为150机当时是军工宣队动员
了所有的资源来保证这个项目的完成，而且738厂预先做了大
量的工作，这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协作的成果。”

昌平200号电子仪器厂结束使命时，共生产了4台150机
(DJS-11)，12台6912机（DJS-18）。北京大学计算技术专业
在200号的人，大部分回到计算机系，也有的去了748工程（即
汉字激光排版研究室），还有的去了计算中心等等。一场会战
随风云流散，却留下了一代计算机人艰辛创业的豪迈痕迹。

采访临近结束时，董士海老师说，“今年8月25日是张世
龙先生逝世十周年，我非常怀念他，特别要学习和宣传他‘敢
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啊！”

文/本报记者 王勉 供图/董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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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教研室部分教师在颐和园合影，前排中为董士海

朱德参观北大一号改进机，左一为张世龙

计算56班自做电阻


